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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使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
热点，互联网如何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论文采用多元回
归分析方法，构建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
贫及帮扶服务创新）、政府治贫绩效概念模型，并运用２８１份问卷调查数据验证
模型，以探寻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互联网赋能
不仅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以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
和帮扶服务创新为中介间接影响政府治贫绩效；互联网赋能对内部协同治贫、
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
贫和帮扶服务创新，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论文从技术主导逻辑视角研究互联网赋能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并提出
“三化”治理路径，拓展了制度主导逻辑治贫理论，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进行
了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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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效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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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个人和家庭的劳动力所得或其他合
法收入虽能维护其食物保障，但无法满足在当地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其他
生活需求的状态（吴振磊，２０２０）。它不仅是以收入、消费或福利来衡量经济福
利的方式（乌德亚·瓦格尔、刘亚秋，２００３），还是社会贫困的一种表现形式，
故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高强、孔祥智，２０２０）。为消除绝对贫困，党中央
采取以制度逻辑为主导，多方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贫困治理模式，在短时间内
解决了我国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困难，但也出现了“材料扶贫” “数据扶
贫”和“形式扶贫”等贫困治理异化现象（李晓园、钟伟，２０１９），返贫、边
缘贫困、易致贫等成为历史潜在遗留问题。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着力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形成数字发展动力。

既有研究认为，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成为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
手段。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根据贫困维度和影响
因素实现精准施策（仲超、林闽钢，２０２０），特别是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过程需要
科学精准的统筹协调作为支撑（岳国芳，２０２０）。而互联网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
提供了重要契机（王伟进等，２０２０），它有助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左孝凡、陆继霞，２０２０）。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农民运用信息脱贫致富的能力，
进而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激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温锐松，
２０２０）。在政府治贫能力方面，大数据能够促进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促进公开透
明、互动沟通、开放创新和优质服务（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１４），使政府管理和决策
过程更加精准（张楠，２０１５）。不过，数据采集耗时耗力、数据价值的挖掘技术
不成熟和专业管理人员不足等可能会影响技术治贫绩效（胡建兰，２０１８）。

互联网赋能不是简单的“互联网＋”。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５Ｇ等新一
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已不限于传统的ＰＣ互联网，而是大数据、人工
智能、５Ｇ移动、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等集成，它超越互联网技术工具属
性，更强调其带来新理念、新思维的变化。特别是自２０１９年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互联网赋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社会数字化转型，互
联网技术在农村实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网络村播带货的消费扶贫，在线组织
招商招聘、劳务输出和技能培训等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模式，为当前研究互
联网赋能政府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情境和契机。

梳理文献发现，关于互联网赋能贫困治理的研究较少。以“互联网”和
“贫困”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搜索，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在ＣＳＳＣＩ期刊上
只有１４２篇，２０１５年开始明显增长，至２０１９年形成小高峰，文献多为基于技术
工具视角的重要性与描述性应用研究。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之间存在何
种关系，如何赋能？是否存在什么中间机制？此类研究较少，借助相关企业理
论来探讨互联网技术影响政府相对贫困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则更为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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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赋能政府相对贫困治理与企业治理，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对组织
边界的跨越（闫春，２０１４），寻找广泛的内外部创新机会，实现对组织内外部不
同主体的创意和创新资源的整合（葛秋萍、辜胜祖，２０１１），这正是开放式创新
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开放式创新可以解释互联网技术影响政府相对贫困治
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根据该理论，互联网赋能可以促进政府内部协同、参与扶
贫主体的多元化和与帮扶对象的精准对接，从而提升政府治贫绩效。开放式创
新理论可以为探讨互联网赋能相对贫困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
角。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以互联网技术为主导逻辑的相对贫困治理
对政府治贫绩效的影响机制，探索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和政府治贫绩效之
间的内在规律，为政府以智图治，以智提质，以智增祉，提升治贫绩效提供理
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
“赋能”目前虽是热点词汇，但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赋能源于心

理学的授权赋能，即授予企业员工额外的权利，以提高其能力和潜力的行为
（Ｅｙｌｏｎ，１９９８）。授权赋能可划分为基于组织视角的组织赋能和基于个体视角的
心理赋能（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２００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赋能内涵已不局限于授权
赋能，“互联网赋能”“数字化赋能”“大数据赋能”等词汇应运而生，越来越
多的研究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赋能实现的工具和方式，考量赋能对象的能力
在赋能前后的变化。本文所指的互联网，是指由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共同构成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体系，它不仅是技术、
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理念，具有连接、跨界、重构、共生四大技术经济
特征；其中连接是基础，跨界是方式，重构是核心，关键在于融合共生（胡税
根等，２０１７）。因此，本文界定互联网赋能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其连接、跨
界、重构和共生的技术经济优势，使赋能对象（组织和个体）获得新能量或能
力的提升，以创新地解决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政府治理中，互联网正从施政工具走向治理赋能。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有能力打破部门边界和提升绩效（Ｆｏｒｄ，２００６），“互联网＋政务提速工程”是
破解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困境”的根本出路（李军鹏，２０１８）。基于大数据的
智慧政府治理能实现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供需平衡，推动政府运行模式由封闭转
向开放，强化了社会对政府的普遍化监督，促进了政府运行过程的优化，从深
层次提升了政府效能（沈费伟，２０２０；刘远亮，２０２０）。智能化的互联网＋政务
服务，使得服务需求匹配性大大增强，极大地增加了行政效能（王谦等，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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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
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王浦劬，２０１４），借鉴学者王浦劬的政府治理
研究，本文界定政府相对贫困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组织相
对贫困治理。其通常包含三方面的内涵：一是政府优化内部管理、组织结构，
改进政府运行方式和流程，提升相对贫困治理能力；二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
的“有形之手”，转变政府职能，宏观调控相对贫困治理中的经济和市场活动；
三是政府作为治贫主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
保障的基本格局下，开展相对贫困治理。

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政府的履职行为及其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即为政府治贫
绩效（本文简称“政府治贫绩效”）。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
可以减少政府治贫中信息搜寻、合作洽谈、结果反馈等交易成本，提高政府的
决策可行性、举措精准性和运作效率。已有研究也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明显
提升了减贫效果（汪向东等，２０１４），促进了帮扶的精准性（李晓园、钟伟，
２０１９），可以有效打破部门数据壁垒，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提高政府公信力，提
升扶贫济困政策效果（李琴、岳经纶，２０２１），推动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扶
贫（许竹青，２０１９）。数据云系统、行政调配系统、资源整合系统及组织分化系
统有效运行的实现，可以化解由数据失真等造成的贫困治理难题（陈冠宇、张
劲松，２０１８；章昌平、林涛，２０１７）。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互联网赋能作
用力越大，政府治贫绩效越好。故提出假设１：

Ｈ１：互联网赋能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互联网赋能与开放式创新治贫
传统自上而下的贫困治理模式，会因数据失真、信息黑箱、信息不对称、

被动救助等因素，造成贫困治理成效不佳（季飞、杨康，２０１７）。以政府为主
导，自上而下动员各种力量参与的扶贫治理机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是绝对贫困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制度保证。但突出问题是协调成本
高且协调难度较大（邢成举、李小云，２０１９），系统内部由于存在着从中央到
省、地（市）、县和乡镇五级政府漫长的行政链条，导致我国各级政府间存在
大量纵向政府间信息传递模糊和低效的行为（刘丽莉、刘志鹏，２０２１）。未来贫
困治理需要确定合适的相对贫困标准，实施针对低收入群体差异化的扶持政策，
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会力量参与帮扶机
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作用，强化以企业合作为载体的帮扶协作”。这些问题
和对策都对政府相对贫困治理提出了促进政府组织内部协同、吸引更多组织和
个人参与帮扶以及服务创新的要求。

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开放式创新强调组织或机构边界的打

·４６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３



破或淡化，实现无边界渗透，寻找和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并通过多种渠道开
发市场机会，价值共创共享（Ｃｈｅｓｂｒｏｕｇｈ，２００３；Ｗｅｓｔ ＆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是
系统地从消费者和使用者那里收集和整合信息来产生创新、修正或规范服务的
过程（易锐、夏清华，２０１５）；通过创新联盟、合作或购买等途径，实现创新，
包含创新搜寻、创新集成、创新商业化以及企业与合作者互动的四阶段的线性
过程（Ｗｅｓｔ ＆ Ｂｏｇｅｒｓ，２０１４）。概括起来，开放式创新主要包括内部协同、跨界
融合、价值共创以及服务创新四个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开
放式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Ｄｏｎｇ ＆ Ｎｅｔｔｅｎ，２０１７；张龙鹏、汤志伟，２０１８）。

随着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仅将它视为一种基于技术的创新，
更将其视为一种哲学或认知模式（Ｗｅｓｔ ＆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它整合了创新网
络、合作创新等创新管理理论（高良谋、马文甲，２０１４）。相对贫困治理不同于
企业治理，但其复杂性也要求政府实行开放式创新，加强政府内部协同、实现
政府与参与治理的合作者跨界融合与价值共创，促进政府对帮扶对象的服务创
新。首先，从政府内部来看，互联网技术促进政府组织管理智能化，提升政府
内部治贫能力。如有助于政府部门形成开放式的创新理念，克服地理距离上的
鸿沟，推动部门间的远程合作、治贫数据共享和协同办公（Ｍｏｒｔｏｎ． ，１９９１），健
全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精准识别帮扶对象，优化配置帮扶资源，
实现“帕累托最优”效应；全面监督资源输送程序和多元评价治理绩效（谢治
菊、范飞，２０２１）。其次，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来看，一方面，互联网赋
能政府降低了在市场上对企业等协同治贫合作者的搜寻、协商、签约等市场交
易成本（曹宝明等，２０２１），推动放管服改革，减少了受制于政府制度性安排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贫；另一方面，互联网赋能双方可以充
分进行双方现状、合作条件、可实现的价值诉求和合作意愿的即时对话（李哲
等，２０２１），有利于减少资源错配（黄群慧等，２０１９），不仅能提升相对贫困治
理效果，企业也在帮扶工作中不断发展，以价值共创保障协同治理的可持续性。
最后，从政府与帮扶对象来看，互联网技术赋能政府不断服务创新，提高帮扶
对象的满意度，提升帮扶对象的内在素质。互联网技术使政府更精准地了解帮
扶对象的现状与需求。大数据技术精准量化的特点，可以为不同群体提供具有
针对性及个性化的服务。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界限，突破了话语瓶颈，消
除了监督盲区，保障了帮扶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高了个人交互
能力（沈费伟，２０２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Ｈ２：互联网赋能对开放式创新治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２ａ：互联网赋能对内部协同治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２ｂ：互联网赋能对社会协同治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２ｃ：互联网赋能对帮扶服务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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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式创新治贫与政府治贫绩效
开放式创新有利于促进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打破部门边界，通过

协同效能促进政府治贫绩效的提升。第一，在我国，绩效治理至少需要党政系
统协同、社会主体协同和政府“条块”关系协同（包国宪、张弘，２０２０）。政
府内部包括党政系统和条块政府的协同，将有助于信息资源共享，科学决策，
帮扶人员、帮扶资金等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内部管理成本，从而提高相对贫
困治理绩效。第二，互联网赋能打破组织边界，实行开放式运作，创新协同机
制和模式，使得更多社会组织、私营企业和个人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参与主体，
获得更多的治贫资源，强化政府治贫能力。此外，价值共创增进了参与主体之
间的信任感（Ｈｏｌｗｅｇ ＆ Ｐｉｌ，２００８），政府和企业等组织通过资源互补共同开展扶
贫活动，能够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及效率。第三，服务创新能够改善服务
传递系统（Ｓｔａｈｌ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４），政府通过新的管理技术改进服务流程，基于帮扶
主体现状与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供更精准、更优质的帮扶产品与服务，
持续提高帮扶主体的素质与能力，增强其满意度和幸福感。因此，本文提出假
设３：

Ｈ３：开放式创新治贫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３ａ：内部协同治贫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３ｂ：社会协同治贫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３ｃ：帮扶服务创新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开放式创新治贫的中介作用
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政府组织内部治贫能力成长、与社会组织合作汲取

更多的资源、为帮扶对象提供精准服务的开放式创新是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绩效
的关键所在。但促进开放式创新治贫，需要互联网赋能为其提升技术与理念的
支持。基于技术赋能论（彭向刚，２０２１），政府推进开放式创新需要运用先进的
互联网技术，实行智能化管理与服务，从技术上改进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
理机制，提升政府的信息汲取、数据治理、数字规制、回应服务和濡化能力等
（孟天广、张小劲，２０１８）。如果缺乏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在理念与信息资
源获取方面都将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赋能来获取开放
式创新的技术条件，提升政府治贫能力，从而提升治贫绩效。已有研究验证了
互联网通过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王金杰等，２０１８），开放
式创新能力是ＩＴ管理能力影响组织绩效的中介变量（赵付春、冯臻，２０１５）。
这一结论也正好印证了实践中“扶贫云”助力贵州省精准脱贫现象。２０１５年，
贵州“扶贫云”系统建成使用，促进了政府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与分
类施策、精准帮扶。针对部门数据不通不共享、精准识别难等“痛点”，“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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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以精准扶贫大数据支撑平台，打通公安、卫计等１７个部门和单位的相关数
据，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大数据参考；推动市场以贵州省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
为基础，关联其他扶贫相关行业部门数据，分类帮扶尤其是产业帮扶。而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成立的贵州省创新赋能大数据投资基金，聚焦战略性、引领性企业和项
目，变无偿补助为股权投资，变传统行政手段为创新经济工具，则体现了多元
主体价值共创共享。因此，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推演，本文认为，政府开放式
创新治贫过程中，呈现出：（１）互联网赋能→政府内部部门协调、资源优化配
置等（内部协同治贫）→政府治贫绩效提升；（２）互联网赋能→政府跨界寻找
和整合资源、与其他主体价值共创（社会协同治贫）→政府治贫绩效提升；
（３）互联网赋能→以帮扶对象为中心的服务创新（帮扶服务创新）→政府治贫
绩效提升的三条价值传递和路径演化机制。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４：

Ｈ４：开放式创新治贫在互联网赋能和政府治贫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Ｈ４ａ：内部协同治贫在互联网赋能和政府治贫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Ｈ４ｂ：社会协同治贫在互联网赋能和政府治贫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Ｈ４ｃ：帮扶服务创新在互联网赋能和政府治贫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和论述，构建互联网赋能影响政府治贫绩效的路径模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与政府治贫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量表设计
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学者的测量量表，并根据相关理论以及

已有研究编制本研究的测量题项，通过专家评估后进行改良，以确保其内容效
度，再经过试测和修定。本研究量表主要是对概念模型的６个潜变量进行测量，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量表进行度量，其中，“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５”表示完全同
意。具体测量题项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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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测量题项
潜变量 测量题项 参考文献

互联网赋能
（ＦＮ）

当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能较好地满足工作需求
（ＦＮ － １）；地方政府内部管理信息化程度高
（ＦＮ － ２）；地方政府经常通过互联网为贫困户提
供培训服务（ＦＮ － ３）；地方政府通过互联网
（如信息发布平台）与社会组织、私人企业、贫
困户直接进行信息共享（ＦＮ － ４）；扶贫信息系统
平台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ＦＮ － ５）

谢卫红等（２０１４）；
Ｒｉｔｔｅｒ （２００２）等

内部协同治贫
（ＮＸＴ）

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扶贫的
重要性与政策（ＮＸＴ － １）；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经常关注干部群众对扶贫工作的态度和行为
（ＮＸＴ － ２）；地方政府内部扶贫工作能协商一致
（ＮＸＴ － ３）；地方政府内部具有扶贫协调制度
（ＮＸＴ － ４）；地方政府内部经常通过沟通纠正工
作偏差（ＮＸＴ － ５）；地方政府内部具有顺畅的工
作流程（ＮＸＴ － ６）

王晓玉等（２０１８）

社会协同治贫
（ＲＨ）

地方政府经常关注社会上关于扶贫的新技术、新
创意，并尽可能加以实施（ＳＸＴ － １）；地方政府
引进了较多的扶贫项目（ＳＸＴ － ２）；地方政府经
常应邀参加国内外扶贫交流活动（ＳＸＴ － ３）；企
业等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参与扶贫，双方合作
很愉快（ＳＸＴ － ４）；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
开展的扶贫合作活动，符合双方预期（ＳＸＴ －
５）；贫困户在政府指导下进行脱贫活动，成效符
合双方预期（ＳＸＴ － ６）

Ａｎｃｏｎａ ＆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１９９２）
Ｇｒｉｓｓｅｍａｎｎ ＆

ＳｔｏｋｂｕｒｇｅｒＳａｕｅ （２０１２）

帮扶服务创新
（ＣＸ）

本部门鼓励职工为改善扶贫工作绩效提出新点
子、新方法（ＣＸ － １）；本部门经常深入调研贫
困户和贫困村的需求情况，并有针对性提出有创
意的解决办法（ＣＸ － ２）；本部门经常向社会征
求扶贫工作的新点子（ＣＸ － ３）；本部门及时主
动反馈贫困户和贫困村提出的问题和需求（ＣＸ
－ ４）；地方政府会将扶贫信访问题处理情况及时
向上访人进行反馈（ＣＸ － ５）

Ａｖｌｏｎｉｔｉｓ （２００１）；
李纲等（２０１７）

政府治贫绩效
（ＪＸ）

干部对扶贫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ＪＸ － １）；
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高（ＪＸ － ２）；扶贫经费成本
支出控制合理（ＪＸ － ３）；地方政府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了扶贫任务目标（ＪＸ － ４）；本地脱贫
人口返贫的可能性很小（ＪＸ － ５）

马佳铮、
包国宪（２０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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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互联网赋能
本文借鉴谢卫红等和Ｒｉｔｔｅｒ等采用的量表来测量互联网赋能，共设计５个题

项，示例题项如“当地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能较好地满足工作需求”等。
２ ． 开放式创新治贫
根据前述将开放式创新划分为三个维度：（１）内部协同治贫。参考王晓玉

等提出的量表测量内部协同治贫，共设计６个题项，代表题项如“地方政府能
清楚了解各部门扶贫的相关情况”等。（２）社会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从跨
界融合和价值共创两方面进行测量。跨界融合借鉴Ａｎｃｏｎａ等的团队跨界行为量
表作为测量量表，共设计３个题项，举例题项是“地方政府经常关注社会上关
于扶贫的新技术、新创意，并尽可能加以实施”等；价值共创结合Ｇｒｉｓｓｅｍａｎｎ
等提出的价值共创量表来测量，共设计３个题项，条目如“企业等社会组织在
政府主导下参与扶贫，双方合作很愉快”等。 （３）帮扶服务创新。参照
Ａｖｌｏｎｉｔｉｓ等、李纲等的量表来测量服务创新，共设计５个题项，代表题项有“本
部门鼓励职工为改善扶贫工作绩效提出新点子、新方法”等。
３ ． 政府治贫绩效
本文参考马佳铮等提出的量表来测量政府治贫绩效，共设计５个题项，如

“干部对扶贫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等。
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选取性别、年龄和最终学历３

个控制变量。

（二）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９月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在江西省赣州市与

吉安市、河南省信阳市、贵州省铜仁市与安顺市、四川省阿坝州等地所做的问
卷调查。选择以上地区作为调查区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上述地区均
为国家级、省级脱贫县数量较多的地区，契合本研究需要；二是课题组积累的
社会关系资源集中在这些地区，有利于收集样本数据。受访者主要是县及乡镇
公务人员和脱贫村的农村居民，同时还向帮扶企业发放了部分问卷。本文采用
分层随机抽样技术选取样本，共发出４９０份问卷，回收３７６份问卷，最终获得
有效问卷共计２８１份，有效率为７４ ７３％。样本构成情况如表２所示。其中，在
调查的样本公务员中，男性占比为６８ ５４％，女性占比为３１ ４６％；２１ － ３５岁
公务员占比为７０ ６５％；在学历层次上，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为６３ ３８％，这与
我国公务员的人事制度特征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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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基本信息
类别 特征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 １８７ ６６ ５

女 ９４ ３３ ５

最终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１０４ ３７ ０

本科 ８６ ３０ ６

硕士 ７０ ２４ ９

博士 ２１ ７ ５

职级 办事员 １０６ ３７ ７

科员 １３５ ４８ ０

副科 ２８ １０ ０

正科 １２ ４ ３

副县 １８７ ６６ ５

正县 ９４ ３３ ５

其他 １０４ ３７ ０

任职年限 １年以下 ８６ ３０ ６

１ － ５年 ７０ ２４ ９

５年以上 ２１ ７ 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实证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首先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量表信度主要采用克伦巴赫系数

衡量。从各潜变量来看，克伦巴赫系数最低０ ８９８，最高０ ９３５，均大于０ ８，
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较好的信度。就效度而言，本文分别考察了
量表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１）聚合效度：本文模型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
因子载荷都在０ ５以上，平均抽取方差（ＡＶＥ）均大于０ ６６６，表明各潜变量
的聚合效度较好。（２）区分效度：本文通过比较各变量的ＡＶＥ值平方根与相关
系数绝对值来检验区分效度，结果得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除了社会协同治贫
与帮扶服务创新的相关系数为０ ８７１之外，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
小于对应变量的ＡＶＥ值平方根，各潜变量的区分效度总体达到分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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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的做法（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采用单因子验证性
因子分析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显示：ＣＭＩＮ ／ ＤＦ （卡方自由
度比） ＝ １２ ２８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２０１，大于判断标准值０ ０１，表明该模型整体拟
合情况较差，ＧＦＩ ＝ ０ ４０５，ＩＦＩ ＝ ０ ６１８，ＴＬＩ ＝ ０ ５８５，ＣＦＩ ＝ ０ ６１７，从各拟合
指标来看，测量模型拟合情况不理想，说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
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５ １对文中涉及各潜变量相关系数进行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的

结果显示：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帮扶
服务创新显著正相关。政府治贫绩效与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帮扶服
务创新也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结果与预期相符，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
初步验证。但以上结果只考虑了单变量的影响，并未控制其他变量。因此，本
文接下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得到稳健的实证结果。

（三）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５ １软件，采用依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检验研

究假设。其中，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
值均在１ ０４ － ４ ８４之间，远低于１０，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内部协同治贫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３
所示。表３模型２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７３３，ｐ ＜ ０ ０１）对政府
治贫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１得到验证，表明互联网赋能政府相对贫困
治理可以显著提升政府治贫绩效。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推动政务改
革，促进了信息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政府治贫绩效得到提升。进一步分析
内部协同的中介作用，即互联网赋能是否通过内部协同间接影响政府治贫绩效。
表３模型１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６０７，ｐ ＜ ０ ０１）对内部协同具
有正向影响，并且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６４８，ｐ ＜ ０ ０１）在表３模型３中加入内部
协同治贫后，对政府治贫绩效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内部协同在互联
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４ａ成立。这可能是由于政府
内部协作能力越强，各部门越容易参与协作，互联网赋能通过在政府部门之间
组建治理网络，实现各部门间在扶贫工作上的资源信息共享及优势互补，在增
强政府各职能部门间协作能力的同时也为各部门参与协作带来了便利，从而使
政府扶贫工作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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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互联网赋能、内部协同治贫与政府治贫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内部协同治贫 政府治贫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 １８５ （１ ６４） － ０ ０９６ （－ ０ ８９） － ０ １２２ （－ １ １３）
年龄 ０ １０７ （１ ９３）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 － ０ ００６ （－ ０ １２）
最终学历 ０ ０６５ （０ ９９） － ０ ０１８ （－ ０ ２８） － ０ ０２７ （－ ０ ４３）
互联网赋能 ０ ６０７ （１４ ７４） ０ ７３３ （１８ ５５） ０ ６４８ （１２ ３８）
内部协同治贫 ０ １４０ （２ ４５）

Ｆ ５８ ８７ ９１ １５ ７５ ４３

Ｒ２ ０ ４６５ ０ ５６９ ０ ５７８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水平下显著，Ｎ ＝ ２８１。

社会协同治贫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４
所示。根据表４中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实证结果，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７９３，ｐ ＜
０ ０１）对社会协同治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协同治贫（β ＝ ０ ０２８，ｐ ＜
０ ０５）对政府治贫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但据表４中模型３所示，当把社会协同
治贫放入模型，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５９７，ｐ ＜ ０ ０１）对政府治贫绩效的回归系数
有所降低。因此，社会协同治贫在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
作用，假设４ｂ得到支持。这表明政府在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创造价值的过
程中能够提升治贫绩效。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可以通过互联
网明晰对方的合作需求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价值，形成治贫合作者联
盟，最终实现治贫绩效的增进。

表４　 互联网赋能、社会协同治贫与政府治贫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社会协同治贫 政府治贫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 ０７９ （０ ９３） － ０ ０９６ （－ ０ ８９） － ０ １１０ （－ １ ０２）
年龄 ０ ０１６ （０ ３９）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
最终学历 － ０ ０５９ （－ １ １８） － ０ ０１８ （－ ０ ２８） － ０ ００８ （－ ０ １２）
互联网赋能 ０ ７９３ （２５ ２０） ０ ７３３ （１８ ５５） ０ ５９７ （８ ３３）
社会协同治贫 ０ ０２８ （０ ４６）

Ｆ １６６ ０３ ９１ １５ ７５ ０５

Ｒ２ ０ ７０６ ０ ５６９ ０ ５７７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水平下显著，Ｎ ＝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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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服务创新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５
所示。根据表中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实证结果，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９０２，ｐ ＜
０ ０１）对帮扶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帮扶服务创新（β ＝ ０ ５７９，ｐ ＜
０ ０１）对政府治贫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由表５模型３可知，当价值共创进入模
型，互联网赋能（β ＝ ０ ２１２，ｐ ＜ ０ ０１）对政府治贫绩效的影响有所下降。这表
明价值共创在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４ｃ得到支
持，说明政府在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能够提升治贫绩效。
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等主体可以通过互联网明晰对方的合作需求及
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社会价值，形成治贫合作者联盟，最终实现扶贫绩效的
增进。

表５　 互联网赋能、帮扶服务创新与政府治贫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帮扶服务创新 政府治贫绩效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 １０６ （１ ３７） － ０ ０９６ （－ ０ ８９） － ０ １５８ （－ １ ６０）
年龄 － ０ ０３１ （－ ０ ８２）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 ０ ０２７ （０ ５５）
最终学历 ０ ０３０ （０ ６７） － ０ ０１８ （－ ０ ２８） － ０ ０３６ （－ ０ ６２）
互联网赋能 ０ ９０２ （３１ ６５） ０ ７３３ （１８ ５５） ０ ２１２ （２ ７２）
帮扶服务创新 ０ ５７９ （７ ６２）
Ｆ ２５９ ２１ ９１ １５ ９９ ５９

Ｒ２ ０ ７９０ ０ ５６９ ０ ６４４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水平下显著，Ｎ ＝ ２８１。

为更为准确地判断上述中介作用，本文采用Ｓｏｂｅｌ检验方法进一步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内部协同治贫（ｐ ＜ ０ ０１）、社会协同治贫（ｐ ＜ ０ ０１）和帮扶服
务创新（ｐ ＜ ０ ０１）均通过了一定水平的Ｓｏｂｅｌ检验。因此，Ｓｏｂｅｌ检验的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假设４ａ、假设４ｂ和假设４ｃ。这说明互联网赋能在影响政府治贫绩效
的过程中，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以上检验结果，笔者绘制了互联网赋能对政府治贫绩效的作用路径图
（见图２），以进一步探讨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和总效应。研究显示，对政府治贫绩效影响最大的是互联网赋能（０ ７３３），其
次是帮扶服务创新（０ ５７９），然后是内部协同治贫（０ １４０），社会协同治贫
（０ ０２８）影响最小；互联网赋能对政府治贫绩效的直接效应（０ ７３３）大于互
联网赋能通过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来影响政府治贫绩
效的间接效应（０ ６２９）（＝ ０ ６０７

!

０ １４０ ＋ ０ ７９３
!

０ ０２８ ＋ ０ ９０２
!

０ 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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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型检验结果及路径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和政府治贫绩效研究模型，以江
西省、河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地公务员、贫困村民和帮扶企业为调查对象，
研究了互联网赋能对政府治贫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以及开放式创新治贫各维
度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
赋能不仅对政府治贫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且以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
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为中介间接影响政府治贫绩效；互联网赋能对内部协同治
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其中以帮扶服务创新影
响最大，载荷系数为０ ９０２，社会协同治贫次之；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
和帮扶服务创新，对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技术主导逻辑视角揭示了互联
网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是对制度主导逻辑治贫理论的延展和补充。
论文从技术主导角度出发，构建了互联网赋能、开放式创新治贫与政府治贫绩
效关系理论模型，且验证了互联网赋能对政府治贫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
效应，表明在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战略相融合的背景下，
技术赋能治贫将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治理路径之一。二是将管理学领
域中的交易成本与开放式创新理论繁殖到治贫领域，拓展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
论的研究视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和数字化转型，
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的联系变得日益频繁、紧密，此时，将基于商业领域研究
产生的理论繁殖到公共管理领域当中，可以进一步开阔提升政府现代化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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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思路。本文提出由内部协同治贫、社会协同治贫和帮扶服务创新构成的开
放式创新治贫，能够显著影响互联网赋能与政府治贫绩效间的关系，且验证了
这一作用机制，表明将管理学领域理论繁殖到贫困治理领域，对丰富和拓展治
贫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阐释并验证了互联网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的
“三化”路径，即政府内部管理服务智能化、政府与其他组织之间协同供给多元
化、政府与帮扶对象供需匹配精准化，为相对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学
理性解释。

本文研究结论对实践也有重要启示：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赋能政府组织内
部动态能力成长，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服务智能化。充分发挥互联网连接、
重构、共生等技术功能，进一步推动治贫方式改革，打破制度壁垒，推进各部
门信息数据的开放与共享，避免数据孤岛现象，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各项信息的
无缝对接。加强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组织机构变革与流程再造，使分工更明
确、合作更顺畅、工作效率更高、群众满意度更高。二是着力推进互联网赋能
帮扶主体价值共创共享，促进帮扶服务和产品协同供给主体多元化。发挥互联
网技术连接、跨界、重构、共生功能，通过互联网进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及个体资源的跨界融合，进一步优化治贫资源配置，建立完善社会组织与公民
参与帮扶的激励机制，构建新的利益连接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治贫模式。在促
进政府治贫资源、治贫能力的动态更新和成长的同时，实现各方帮扶利益主体
价值共创共享，使帮扶持续化，长效化。三是大力推进互联网赋能政府相对贫
困治理服务创新，促进帮扶主体与帮扶对象间供需匹配精准化。强化以人民为
中心的帮扶价值取向，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相对贫困人口需求满足、诉
求沟通与反馈、监督权利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实现治贫资源的精准匹配，提升
帮扶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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